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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史观与弗兰克“新中心论”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062) 

摘要：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意欲彻底推翻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它试图从整体主义历史观的视

野来展开论证过程。但其结果却制造了另一种中心论“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而在这种新的中心论的

叙述中，仍然可以发现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它的欧洲中心观批判，虽然值得同情，但是并没有抓住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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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意欲彻底推翻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因此特意找到了

它的对立面，申言在１８世纪之前，世界一直是“东方中心”甚或是“中国中心”。他把自己考

察历史的制高点设置在“整体主义”理论的平台上，用以对抗“欧洲中心论”，无疑选择了一个

最能克敌制胜的有利地形。但通观全书，他对“整体史观”的信仰往往有口无心，言不由衷。

　 

据我所知，“整体史观”的主体精神表现为由过去相互割裂的人物史、政治史、经济史、

文化史……等等全面转变为“社会的历史”（注意：不是“社会史”），历史研究的重心将不再是

“国家”或“国家”零零总总的各个侧面，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状态、

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构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用整体主义

的眼光全面考察历史。很明显，整体主义首先是冲着曾经流行过的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

地理决定论或别的什么决定论而来的，是对传统一元论单线思维方法的革命性颠覆。简言之，

“整体史观”反对历史研究中的一切决定论和目的论企图，主张整体综合高于一切。　 

整体史观的空间延伸，即“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我以为它有两个不尽相同的涵义。首

先是从“整体史观”的原义上展开的。不管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国家，是隔绝的还是相互联系

的，其历史形态百色千姿，个性各各不同，但人性、社会特性从深层次上说都有相通之处，

社会历史构成及其运作的基本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任何比较研究都应该纳入“整体历史”
的分析框架，才可能在“整体社会史”的立场上对一切共相殊相获得全面理解。１９２７年，

当大多数中国学者正专注中西相异的比较时，许宣圆先生一语惊人：“民族性不过是偶然性

质的表面点缀，而人性才到处都是同一的实体。从本质上来看，不同的国家和人民都为同样

的难题所困，为同样的疑惑所惑。”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中不赞成任何以“中国经验”或“欧
洲经验”为准的单向估量，主张在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作互动式的往复比较，骨子里就贯穿

着这一整体主义的思路。　 

第二层意思才是针对着“开通新航路”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局，提出需要有一种全新

的历史考察视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只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间的联系已经进入到能够

发现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体系”之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延续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整

体史观才可能在名符其实的“世界史”舞台上演绎新的意义。布罗代尔以及沃勒斯坦（依附理

论）等人的“世界体系”，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意义上去发挥“整体主义”理论，而与“欧洲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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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抗衡。在此之前，所谓“世界史”只是指必须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历史都看作它必须包容

的对象（不管它们是否曾经在空间上相对甚至绝对隔绝，各自循着独立的路线发展），正像“中
国史”必须包含今日中国疆土内的一切历史，然而决不等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体化”的“历
史”。　 

我认为弗兰克不是不知道，从第一层意义上解读“世界史”（不管有没有一个“世界体系”），
必高度关注“人类历史”的许多共通之处，凸显史学即人学的原味。他所征引的兰克名言：“只
有普遍的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就是从这一意义上立论的。弗兰克有时提到过，他赞成“人
类中心论”的立场，可见亦知第一义底蕴。然而转变到第二层意义上来，历史学家必会从千

姿百态的历史比较中充分领悟“特殊性”或“个性”的神秘魅力，“历史自主性”就成为处理国与国

历史互动关系必得坚持的要义。也就是说，当第一层意义与第二层意义相贯通，面对发展不

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自然进程，都有自

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去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

（包括暴力征服者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被征服者的历史）。唯其因为“天下没有相同的一片

叶子”，层林尽染的世界历史才会变得丰富多姿，各显光彩。当历史学家要架构“世界体系”
时，“人类中心论”是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史学即人学”，任何别的中心论或支配论的观念，

都是与“人类中心论”的精神相悖的。历史从来都是历史主体的一种自主选择过程，并非通过

强加于人能够奏效的。“欧洲中心论”并不像弗兰克咬定的，没有任何历史证据可作依凭，然

而正是在这一大原则上摔跤不轻，逐渐败北而落势。　 

不知其他读者有否同感，我总觉得弗兰克在至关全书主题的基本概念运用方面很随意，

喜欢在不同概念之间强烈跳跃，一句进、一句出，真叫人不知所措。例如他在“中文版前言”
里针对西方某些人的指责，对“中国中心论”的提法是极其忌讳的。可又怎能怪别人呢?阅读

全书各章，凡遇到下断语的关键时刻，他总忍不住脱口而出，在灯火阑珊下，“中国中心论”
的身影时隐时现：“（１９９０年）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

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１９９４年与吉尔斯合作的项目即以《亚洲霸权下的世界

体系：１４５０—１７５０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为标题，第１１、１７页）；“作为中央之

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

支配地位”（１９页）；“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

个中心支配着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第１６８页），“我们能够

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武志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符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

心的。”（第１６９）；“如果我们对１８００年以前的整个世界经济进行这种分析（如本书

第２、３章），就会发现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是十分准确的。”（中文版前言），等等，等等。

如果说以上论断尚有“如果……”之类的闪烁其词和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肯定的说法则见之于

第２章１２小节标题：“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第１８０页）。在该节中弗氏

特别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同心圆”模式，说中国（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应该是

最核心的一圈”，由此一圈一圈向外扩展；“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和东亚和

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第１８

５页）。从上述论断看，中国是世界体系同心圆的唯一核心（内核），欧洲乃为边缘，应该明

白无误。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全书最后一章，他却又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等级结构”
模式，并说：“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我怀疑译文或植字

漏一“多”字，否则无法通读）中心的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因此在地

区内或某些地区间有某种中心—边陲关系，但也很难确认有一个由中心—边陲关系构成的单

一中心结构”（第４３５页）。这种没有单一“中心—边陲关系”的“等级结构”，虽说原是为批

判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体系”发挥出来的高论，但在我读来不更像是在批判他自己前面提出

的以“单一”的中国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单一中心论”与“多中心论”相差何止千里，我真不

知道弗兰克在他的头脑里是如何自圆其论辩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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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推敲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固然谬误，但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组建

一个世界”就符合历史逻辑了?弗兰克给我们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实在太过神奇：自１８０

０年上溯五千年，亚洲和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１９—２０世纪只是雄狮打了

一个盹，短暂的西方“插曲”决不妨碍全剧剧情的连贯。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的喜剧很快将

会接着演下去，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面向东方”不就几乎成了全部人类历史永恒的主旋律?　 

不知弗兰克在火一样的激情喷发之后，有否冷静地反问过自己：是那条充足理由律注定

了亚洲或中国必然要永远扮演“中心”的角色?假若这一“世界体系弗氏定律”成立，那不就出现

了一个“世界历史”发生、发展始终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的目的论了吗?这同他所批判的“欧
洲特殊论”和“欧洲起源论”又有什么区别?且不论经验事实如何，仅从逻辑上说，如果“世界体

系”除了即将结束的二个世纪短暂“错位”，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永远“面向东方”，西方人不也

完全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上帝的“第三只手”在作弊?这不是新的决定论或目的论，又是什

么?　 

欧洲并非从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弗兰克的说法并不新鲜。中国史学界早在 20 世

纪６０年代就提出反对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记得周谷城先生是当年最积极的

一位。８０年代孙达人先生又提出世界历史曾发生过西亚——上古中国——希腊罗　马

——　中古中国——近代西欧等多次“中心转移”，“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是世界历史发

展的通则。必须指出的是，过去史学界使用“中心”或“中心转移”的提法，都是从比较史学的

角度上立论的。它是指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态一直居于世

界“先进水平”，具有代表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界碑”的意义。很明显这种认识方法缘源于“进化

论”思潮，在今天尚有许多可以检讨的地方，此处不便展开。这里我只想说，若从“人类中心

论”的观点来看，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先进落后乃至优劣短长的

比较都是相对的，用某国、某民族的历史尺度来衡量“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是荒谬的。直到

今天，人类还没有理由说迄今存在过的哪种历史状态或制度创新就是“完美”的、“理想”的。

由时、空、人三维构成的人类历史坐标系统上，每个民族或国家都留下属于自己的特定历史

轨迹（是曲线而非直线），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创造，也都有兴有衰、有利有弊。没有永久

的辉煌，也没有永久的沉沦（除非亡国灭种）。任何民族或国家都没有理由以历史的名义认

定自己是“优等人种”或“优等民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不赞成“世界体系”以谁为“中心”
的提法。假若有什么中心论，那只能是以关心人类全面和自由发展为主题的“人类中心论”。
　 

非常遗憾的是，弗兰克也几次提到过“人类中心论”，但全书的展开却落在与此完全相反

的方向上，南辕而北辙。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嫉恶如仇，但是他用以批判的话语系统甚至

思维方式，很难说已经摆脱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全书经常可以看到亚洲或中国“中心”
在“世界体系”中具有“支配”甚至“霸权”地位这样的表述方式（第１１、１７、２６、１６８、

２６６等页）。我实在弄不懂弗兰克从整体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找到类似“互动”这样中性

的词，为什么偏偏喜欢使用通常被看作带有“话语暴力”倾向的用词?　 

如果我们还把握不住弗兰克使用“支配”一词的涵义，那么下一段话也许会加深我们的印

象：“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

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

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第５５页）“一个社会”竟是被它与“另
一个社会”的“关系”所塑造，按照弗兰克的话语逻辑，后一个“社会”只能被理解为处于他的“世
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那个“社会”，它“支配”着前一“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乃至盛衰荣辱。为着

证实这一理解并无大误，不妨再读一段弗氏有关本书主旨的陈述：“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

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

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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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

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的好处——简言之，

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第２６页）　 

我觉得弗兰克的前段陈述，细细品味，实在问题多多。第一感觉便是这比起他所批判的

“冲击——反应”论更“冲击决定论”，差不多成了“冲击——捞一把”论。看，欧洲自身的努力不

值得一提，西方从亚洲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只需顺势捞一把（“分沾”），就可以顿成暴富并超

过原来的“中心”。你能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便宜的勾当?“冲击——反应”论不管怎样总还保存

着“挑战——应战”的韵味。弗兰克批判汤因比的“文明论”，但在我看来，汤因比要比他更重

视每个民族的自主创造能力。“世界体系”并不能保证每一民族都能成为“强者”。接受并应对

挑战的能力，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汤因比的警示仍不失为

至理名言。　 

弗兰克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这话只说

对了一半。为什么不可以进而说：各个“社会”也不断“塑造”着这个“世界体系”?各个“社会”对“共
同的世界体系”也各有各的应对，成败得失也各不相同?“欧洲中心论”的偏颇，就在于抹煞历

史的个性，把某种发展模式的普适性看得过死，因而无以面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欧洲、亚

洲、美洲所产生的极端多样的“反应”。成功者不少，但也有许多不成功，“嫁接”失败抑或激

起逆反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即使最成功者如美国，它与其“母国”英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

的差异，也证明“体系”的“塑造”决非只是简单的“翻砂”功能。所谓“趋同”不仅不可能消灭差异，

而且在主体意识强化的情境下，各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将更趋个性化和多元化；国与国

争取在“体系”中分享份额，使各种形式的磨擦和冲突难以避免。当弗兰克坚决否认欧洲自有

其历史的特殊性（如同中国也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极度夸张“东方”对“西方的兴起”的“支配”
作用时，他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世界观”也正在沿着“欧洲中心论”旧辙愈走愈远。　 

意气用事和主观意志的膨胀，使得弗兰克对造成“一个社会”发展状态的种种内因条件以

及“世界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的发展道路的差异都变得视若不见。当别人以“外因论”诘难时，

他只得用“外因在世界体系中即是内因”一类偷换概念的方式蒙混过关。然而整体主义方法论

要求对内外因作互动的比较综合分析，而决不是取消一方。即使像弗兰克所假设的，亚洲或

中国作为“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中心”是事实，而且真具有“支配”或“塑造”其他“社会”的能力，

若没有“反应”方必要的内部条件，石头也孵育不出小鸡。舍远而就近，反驳的事例俯拾即是。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中国自己的周边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曾不断与中原王朝

爆发军事冲突。尽管内地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周边，但除非他们移居内地、长期融合，

即使近在咫尺（相对与西方的距离），他们的“社会”仍会一如其故，弗兰克所谓“中心”塑造另

一“社会”的法道也大失水准。最典型的是元王朝灭亡后，重返大漠的蒙古族又回复到原先游

牧部族分散的状态。在此之前的“金”遗民北返白山黑水，情况亦然如此。直到１９４９年前，

南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还始终生活在“母系制”时代。进而说，弗兰克所极力推崇的明清江

南经济，是谓“同心圆”核心的核心，其辐射能力也远没有遍及中国所有内地，在第一小圈内

就不灵。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度不平衡的状态，至今仍为每个中国人所深切体验。

近距离的“塑造”不成功，而远距离却成功地“塑造”出了“西方的兴起”，对这样再明显不过的悖

论，离开了各社会的“内因”分析，不知弗兰克“世界体系”的整体论（即所谓“共同”参与、“共
同”塑造）将如何通释?　 

“五千年”一贯制的“世界体系”还迫使弗兰克走向更危险的偏峰，用“世界体系”的横向联系

遮蔽甚至顶替了时间向度方面的纵向考察。在他解读的“世界史”里，只有“康德拉捷夫周期”
的往复循环，而没有历史学基本的历史分期概念。他不仅主张“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

结”，也不承认有什么“现代性”，而且明确宣布世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

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第４４１、４３９页）。历史成了圆形的“金色池塘”，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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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奔腾不息的时间长河。　 

实际弗兰克并非属于感觉迟钝的一类人，也决不缺少机智。他拒绝任何标识社会“进步”
的历史分期方法，恰恰是充分利用了史学界在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上聚讼不决的短处。已有的

各种分期方案确实无不受到驳诘，评价标准也存在“文明与文化之争”深刻的价值对峙。因此

弗兰克不难找到各方提供的“子弹”，进而否定各方。周而复始的“圆”是一种混沌，混沌能说

明历史吗?大时段的历史演进虽一时难以名之，“进步”也非“直线”，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

世界范围内的时代进步毕竟是遮掩不住的经验事实。假若说“农业时代”变化节奏缓慢的特性

使世界各地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东西方孰优也可以各执一词，至少从１９世纪起，

以西方工业革命为重要标志，物质生产、科技发明、制度演进等领域创新变革幅度之大，是

前此数千来所无法想象的，人类的生活由此发生全新的变化。“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差

距完全被拉开了。我相信弗兰克一定读过《第三次浪潮》，然而他就是不提托夫勒粗线条的，

最适宜用以宏观关照的“大历史”分期方法。他可以跳开“第二次浪潮”这样的概念，但他怎么

也不能跳开由工业革命所造就的“西方兴起”一关。　 

“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成为难以逾越的一道险关，阻住了弗兰克一路狂奔的步

伐。他神气顿失，话语也变得结结巴巴，如“尽管我们对这些（指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政治

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什么与如何能够

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我们现在可能还得不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第３

９３、３８３页）等等。我想他心里也明白，这两大问题的解答不是无关大局，可以随便含

混过去的。　 

弗兰克对“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两大历史关节时序的交代，表述是含混而不确定

的。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即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即使某一历史事件

被历史学家选定作为时代变革的“标志”（历史分期的方法论需要，也最易引起争讼），但升

降盛衰一定在此之前已有许多迹象说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才能成为此前与此后经验事

实可以不断证实并证伪的“中时段”界标。弗兰克不是不知道这一历史学的基本常识，然而出

于维护自身“体系”的潜意识，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欧洲先前已具备许多优

越于亚洲的“发展优势”，更不能承认亚洲先于西方衰落，且先前亦有其自身不可逆转的内在

结构性败因，仍然坚持“直到１８００年”“这个时期结束时”亚洲仍然“遥遥领先于欧洲”。这样

极端固执的结果，势必引出一个令人不解的神秘逻辑：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只能在１

８０１年（在中国是１８４０年）的某一时刻同步发生。这就像他讽刺别人的，自己不也面

对着“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的诘问?　 

说弗兰克没有试图为“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提供自己的一套解释，显然是不公正

的。但他此时立论的踌躇和缺乏某种自信溢于言表。弗兰克何以会一反常态，落到如此尴尬

的境地呢?　 

造成这种解释困窘，首先应该归咎于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

路线贯彻到底。他在讨论史学理论的最后一章里作过交代，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

应由三条腿（“三维”）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

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

起来”（第４５２页）。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

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

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　 

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

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

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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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治、金融、企业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

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　 

对“制度”的看法，他说道：“本书的一个主题恰恰是，与其说制度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

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它们的衍生物；制度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
他特别赞成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的运动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首要的动力机制’——推

动的，制度是通过‘次要的机制’对这些力量作出反应，而不是推动这些力量。”（第２８３页）

为了与“欧洲中心论”对着干，他甚至宣称“１８００年以前，亚洲许多地方的制度比欧洲更有

效率”，“中国的财产权和土地买卖自由比西欧多”，“（亚洲和中国）国家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等等（第２８５、３００、２８２页）。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是：他赞成“经济增长与科学的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截了当的……
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数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除了化学家外，科学与工业在行业上

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因而断言：“不胜枚举的证据表明，１７或１８世纪甚至１９世纪的

科学对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不过是库恩所说的‘神话’。”（第２６４页）然而为了贬低

欧洲，他却借着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发挥道：“中国人只是发明，而不想或不懂如何应

用”的说法是错误的，似乎又在强调亚洲科学对技术、对经济的“应用价值”（第２６７页）。 

尽管议论有点颠三倒四，如果弗兰克的批判真是针对着制度、科技片面决定论，也还不

无合理性。但是熟悉当代学术的都可以感觉到，上述对诺斯、库恩，也包括韦伯的指责非常

武断，许多“罪名”都是预设的。不顾人家论述的完整性，先给对方戴上“欧洲中心论”高帽，

未经严肃论证即一锤定音。读者可试着对阅前几位学者的原著，他们何曾回避过制度、科技

与经济需求的对应关系?回头再看弗兰克自己，面对制度、科技与经济在近代社会进程中互

动推进、不断创新，从而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大量经验事实，他却闪闪躲躲，说明对

这种整体主义的互动分析缺乏起码的尊重。主观的执拗把自己逼到了死角，他只能循着上面

说的“人类社会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推动”的单向路线走去，不期然地踏上了早被学界抛弃的

“经济决定论”老路。　 

弗兰克在“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关键一章里真正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全是经

济方面的，而且多数从亚当〖QS(〗·〖QS)〗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学里推导出来，相

当陈旧。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条：　 

一有关资本积累。据说欧洲人从美洲和亚洲的白银来去的运动过程中两头大捞好处，从

而造成了欧洲“劳动分工和利润”的优势，“最终中了头彩”。先不论他错误地把资本积累完全

看作是贸易的结果，更妙的是他似乎完全忘却了前面几章刚刚大肆渲染过“白银大量流入中

国”的议论。试问：居然大量白银资本流入中国，运回去的只是来自中国的生活消费品（丝

绸、茶叶、瓷器），而且又坚决否认“中国秘窖”一说，中国理应首先得到“资本积累”的好处，

在“劳动分工和利润”优势方面领先一步，为什么欧洲却能乘时“兴起”而超越中国?这一悖论本

不难回答，但弗氏既然犯有“制度忌讳症”，只好自打耳光。这种“制度忌讳”甚至发展到对任

何有关“强调中国官僚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历史陈述都非常反感（见其对黄宗智的批评）。从

这点上我就敢肯定，弗兰克对中国历史缺乏足够的体验——他的热爱“东方”并非完全出于理

智。再有同是欧洲，同样地从亚洲的贸易中捞得好处，为什么捷足先登的葡萄牙、西班牙、

荷兰不能领受工业革命的风骚，却一个接一个地衰落，最终让英国占先得利?上面说的好处

在那些国家又是给什么样的“天狗”吃掉了，中不了“头彩”?弗氏无疑读过布罗代尔的《１５—
１８世纪物质生活、经济与资本主义》巨著。针对上面的问题，布氏关于世界经济空间转移

的大量陈述不是已经提供了足够详尽、精彩的解释，为什么视而不见?别无它因，又得回到“制
度分析”上来。忌讳制度的作用真的成了弗兰克不敢直面历史的“心理死结”。　 

二关于人口、劳动成本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据说由于长期的白银资本大量流入，使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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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人口增长得很快，而“（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

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种刺激。”与之相关，

欧亚形成了两种经济模式反差：在亚洲是低工资—低成本，在欧洲是高工资—高成本；后者

成了技术变革的推动力，亚洲则没有。这一假设涉及的问题太多，实在无法在这里一一清点。

例如上面的概括及其凭借的数据是否真实，在欧亚都大可怀疑。造成技术变革的因素是否如

此单一，决定技术变革的要素究竟有多少，他回避了什么，隐匿了什么，也值得追究。前面

肯定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科学技术高于欧洲，人口—劳动成本的背景未变，如此前恭而后倨，

将何以处置等等。我只想反驳一点：弗兰克不是对２０世纪后半叶亚洲经济复兴曾给予高度

的评价，那里人口的增长未见缓和，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峰值，而低工资—
低成本的背景也未有大的改观，这种经济的高增长率又将何以解释?同样的背景，为什么以

前拒绝技术变革，而现在却能成功引进和发展本土化的高科技，并无阻碍?可见马尔萨斯人

口论并不是一帖包打天下的灵药。历史的演进决不是这个或那个单一因素论就能圆通解释

的。 

弗兰克大概也感觉到自己的这些解释缺乏必要的说服力，无奈之下，他既然搬出“猫论”
试图解脱困境。他在为中文版写作《前言》时突发奇想，原话照录于下：“本书中的历史事

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

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正

确的。问题不在于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要说意识形态颜色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是，

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是否能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制度颜色，而取决

于它如何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时地位。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

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变化，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经济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

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如果这是用来解释某种短时段的事件，这

些议论虽不算高明，但作为谋略贡献给当政者也算是一份菲薄的礼物。然而却要把它作为全

书的主题，用以解释至少两个世纪的“衰落”与“兴起”，那我们这些学究真只能无言以对了。

我很奇怪，既然事情本如此简单，一切都取决于“谋略”，取决于“一念之差”，弗兰克为什么

还要写那么厚的书来故意为难读者?　 

在我看来，妨碍弗兰克事业成功的真正敌人是他自己。他几乎像是有意地忽视许多众所

周知的重要历史论著，只选择对他有利的论据，而置不利的历史证据于度外。过于强烈的主

观逻辑偏执使他变得十分任性，非理性地拒绝承认有悖主观逻辑的任何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事

实，像是活在自己所罗织的虚幻概念世界里，不愿感应外在世界的真实。不说远的，生活在

２０世纪后半叶的人们，无不感受到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巨大作用，变化之快出乎想象。

由此人们不能不追溯这一进步的历史由来，也不能不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比较能激发人们的创

造能力和保护这种创造能力，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制度构架比较能促进或适应这种社会进步

的大趋势。这样的感觉弗兰克就没有?我表示怀疑。　 

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

“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

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

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

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

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

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　 

我认为“欧洲中心论”之被质疑并激起反感，除了对欧洲经验本身的总结归纳仍存在许多

异义，有待进一步研究外，很大程度应归咎于某些人的“西方自大”情结。致命的错误发生在

把欧洲经验加以普遍化和绝对化，并试图以强力推行这种经验。无端的傲慢和粗暴的干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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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欧洲中心论”声名狼藉，甚至败坏了自身本引以骄傲的自由主义真谛：每个人都有选择的

自由，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民族或国家亦然如此。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由于“暂
时”的胜利（若从历史哲学看，一切胜利都是暂时的），误以为自己的经验是最完美的，缺少

了那种对历史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敏感，也怯于承认有任何超越历史的可能。但应该公正地

说，这些错误决非是“民族性”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由西方学者发起并形成思潮，就足够

说明这一点。　 

如果弗兰克不是从物质文明的层面上去挑战“欧洲中心论”，而改从文化层面甚至哲学人

类学的深层次上去“清算”它们，或许他的处境会有利得多。 

 

 

The Whole History View and Flank’s “New Core Theory” 
 

Wang Jiafan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 

Abstract：Flank’s 《Silver Capital》intends to repudiate “the theory of Europe core”. It tries to expand the 

course of proof by the whole historical view, but it makes another core theory-“China core theory” or “East 

core theory”.  We still find that west language system play a dominated role in the narrating the new core 

theory. Though it’s critique of Europe core view is worthy of sympathy, it doesn’t scratch where it itches. 

Key words：Flank    Europe core theory      the Whole historical view   China (East) cor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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